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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该文以未成年犯为被试，采用有调节中介模型，考察了睾酮素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及其作

用机制，研究选题具有一定创新性，文章撰写思路较为清晰，表达较为流畅。需要作者进一

步修改或说明之处如下。 

 

意见 1：关于统计功效的预分析部分，作者采用了适用于单一回归分析的标准，而对于整个

有调节的模型分析而言，该预分析方法计算出来的样本量是否有效还有待进一步核实，或者

需要作者提出明确依据。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指出我们在预分析样本量计算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对预分析计算欠妥

深表歉意。对于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所需的样本量，我们做以下说明。 

本研究使用 SPSS 中的 PROCESS 宏程序分析数据，该计算程序使用最小二乘线性回归

估计模型系数，并通过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 法计算置信区间，可用于检验多种复杂的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Hayes, 2012）。 

考虑到 PROCESS 的原理为基于最小二乘法的多元线性回归，因此，样本量的计算也需

基于这一统计方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计算当前多元回归模型达到中等效应量时所需要的

样本量。有统计领域专家在相关专题报告“多元回归应用及注意问题”中解释了检验整体回归

方程所需样本量的计算问题。即，若检验整体回归方程，样本量计算的经验公式为 N ≥ 50 + 

8m，其中 m 为方程中预测变量的数目（刘红云，2019）。当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中共有 4

个预测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及交互项），取 m = 4，计算可得需要 82 个样本

量。此外，对于整体回归方程，给定效应量计算样本量的经验公式为 N ≥ ( 8 / f² ) + ( m – 1)，

其中 f²为效应量（小、中、大效应量分别对应 0.02, 0.15, 0.35）（刘红云，2019）。取 f² = 0.15, 

m = 4，可知若当前模型要达到中等效应量，所需的最小样本数为 N = 57。当前研究采用整

体抽样法抽取未成年犯 84 人作为研究对象，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 76 人，达到了中等效

应量所需的最小样本数。 

虽然当前的样本量达到了所需要的最小样本量，但我们深知，当前样本量确实有限。我

们也渴望着收集更多数据，但确实存在一些客观原因限制样本的收集。未成年犯的特殊性使

得此类被试数据的获取较为困难：研究申请需要层层审核，未成年犯的人数也比较有限，由

于数据采集需要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借由电脑统一进行，未管所设备问题亦费了些周折，

且我们已使用了整体取样。 

作为发展中的攻击暴力者，未成年犯需要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对此类特殊群体的研究在

理论上有助于推进我们对攻击暴力行为发展机制的理解，在实践上则可为干预措施的开发提

供一定的研究支持。当前研究只是在这一领域迈出了一小步，未来研究者还需要依托更大的

样本，借由更精妙的研究设计，去探索未成年犯攻击暴力行为的发生机制及影响因素。 

 

意见 2：已有文献显示，睾酮素与攻击行为显著关联，但本研究发现二者相关不显著，中介



效应分析也仅发现了完全中介效应，作者需要对此进行说明和讨论。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讨论部分有关睾酮素与皮质醇间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需进一步深入

论述的建议。 

我们对模型的最初假设为一个有调节的不完全中介模型，其中注意偏向部分中介睾酮素

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皮质醇调节中介模型的前半段及睾酮素对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数据分

析结果显示，注意偏向完全中介了睾酮素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且皮质醇调节中介效应的前半

段。因篇幅限制，原稿中我们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了对现有模型的梳理和解释上，而忽略了对

不显著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的说明与讨论。 

诚如专家所言，有必要对当前结果（睾酮素与攻击行为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均不显著）

与已有研究的不一致之处进行说明和讨论。我们也意识到，不显著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是帮

助我们理解当前模型特殊性的基础，也是推动我们更好的梳理、讨论显著的中介效应和调节

效应的前提。因此，我们重新阅读了最新的研究文献，补写了“4.1 睾酮素与攻击行为”这一

节内容，讨论了当前模型总效应和直接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并特别介绍了睾酮素影响攻击行

为的实质以及情境背景在其中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 

简而言之，从心理机制上看，睾酮素影响的是个体获得或维持较高社交地位的动机和行

为反应，而非攻击本身（Eisenegger, Haushofer, & Fehr, 2011）。对未成年犯而言，进入未管

所以前，攻击性群体所持有的受欢迎规范使得攻击水平高的个体具有更高的社交地位，因此

睾酮素促使个体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以提高、维持自身的社交地位；但进入未管所以后，

攻击行为不再是获得社交地位的有效途径，相反，表现出较低的攻击水平可能是更有利的选

择，且本研究所涉及的样本中，已服刑 1 年以上的未成年犯占总数的 71.4%，即大部分个体

可能已经适应了新的受欢迎规范。因此，睾酮素与攻击行为间的关联被削弱了，表现为睾酮

素与攻击行为间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不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讨论部分“4.1 睾酮素与攻击行为”加以修改，为便于专家查阅，

特粘贴修改部分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蓝色标记处）： 

修改稿： 

4.1 睾酮素与攻击行为 

与假设不一致，研究显示睾酮素与攻击行为间关联不显著，这提示我们，情境背景可能

在睾酮素与行为反应的关联中扮演重要角色。睾酮素作为一种促使个体获得并维持较高社交

地位的内分泌激素，在很多情况下都与攻击、控制和支配行为联系在一起（Eisenegger, 

Haushofer, & Fehr, 2011），但需要注意的是，能够帮助个体提高社交地位的行为不只有攻击，

而是要取决于具体的情境背景。例如，青少年群体中，攻击行为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个体的

受欢迎度和社交地位（Heilbron & Prinstein, 2008）；但在相互依存的社会建构中，合作和亲

社会行为才是获得更高的社交地位的不二之选（Welker, et al., 2017）。与之相一致，已有研

究显示，除了与攻击、控制和主导行为相关联（Mazur & Booth, 1998; Dabbs Jr, Carr, Frady, & 

Riad,1995; Dabbs, Jurkovic, & Frady, 1991; Brooks & Reddon, 1996），睾酮素同样可以正向预

测理性的讨价还价（Eisenegger, Naef, Snozzi, Heinrichs, & Fehr, 2010）、诚实（Wibral, Dohmen, 

Klingmüller, Weber, & Falk, 2012）、互惠（Boksem, et al., 2013）等亲社会行为。也就是说，

睾酮素与社会行为间的关联取决于特定的情境背景，而这一点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已有研究

中睾酮素与攻击行为间关联的不一致性，以及当前未成年犯群体所表现出的特征。对于在未

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未管所）接受教育的未成年犯来说，攻击行为可能不再是获得较高

社交地位的有效途径，相反，表现出较低的攻击水平或许是更有利的选择。且本研究所涉及

的样本中已服刑 1 年以上的未成年犯占总数的 71.4%，即大部分个体可能已经适应了新的受

欢迎规范，因此本研究未发现睾酮素与攻击行为的显著关联。 

我们也注意到，当前模型中，睾酮素对攻击行为的直接作用也不显著，对此我们认为，



未管所的情境背景及个体提高社交地位的动机可能同样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睾酮素

提高攻击行为的重要目的在于提高个体的社交地位（Eisenegger, Haushofer, & Fehr, 2011），

在攻击行为无益于提高社交地位的未管所环境下，睾酮素对攻击行为的正向直接作用被削

弱，相反，睾酮素通过作用于注意偏向特征来降低攻击行为，以适应当前环境。但需要注意

的是，仅间接效应显著并不意味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完全借由当前的中介变量来介导

（Rucker, Preacher,Tormala, & Petty, 2011），除注意偏向外，仍然存在其他可能的变量来中介

睾酮素对攻击行为的作用。不仅如此，考虑到睾酮素与攻击行为间关联的不一致性（Geniole, 

Bird, McVittie, Purcell, Archer, & Carré, 2019）及睾酮素作用路径的多元性（Terburg & van 

Honk, 2013; Eisenegger, Haushofer, & Fehr, 2011），我们认为睾酮素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可能还

依赖于其他变量。因此，未来研究者有必要增加研究的样本量，探究睾酮素作用于攻击行为

的多重路径，以期更加全面的揭示未成年犯睾酮素水平及其攻击行为间的关联。 

由于情境背景的影响不可能仅限于总效应和直接效应中，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

方面必定也有所体现。因此，我们在补充“4.1 睾酮素与攻击行为”的同时，也对讨论中的其

他内容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以期能够在一个整合框架下梳理当前模型中变量间的各种关联

（包括不显著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以及显著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具体的修改内容和

思路在对专家其他意见的回复中详细论述。 

 

意见 3：对于“负向平均 TL-BS 可显著正向预测 AQCV 愤怒分量表得分”、“睾酮素可显著正

向预测注意的不稳定”等之类的结果，作者需要进一步阐释其意义。因为结合注意不稳定性

与显著负向预测攻击总分等结果，我们会推测出睾酮素水平越高，注意不稳定性越高，相应

攻击水平越低，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睾酮素与攻击水平之间是负相关，而这与已有的研究发现

恰恰是相反的。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讨论部分有关睾酮素、敌意注意偏向、攻击行为间的关联及简

单中介模型需进一步深入论述的建议。 

诚如专家所言，简单中介模型提示我们，睾酮素可通过提高注意回避和注意不稳定性降

低个体的攻击水平，而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反。由于简单中介模型未考虑调节变量的影响，

并不是假设模型的“完成体”，因此原稿中我们重点聚焦了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说明和讨

论，而在对简单中介模型的解释和论述方面有所欠缺。在专家的建议和指导下，我们意识到

简单中介模型所传递出的信息非常重要且不容忽视，尤其是睾酮素与攻击行为间“反常”的预

测关系。因此，我们改变原稿中所呈现的思考框架，尝试重新审视整个模型所蕴含的逻辑及

其他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 

考虑到睾酮素作用于社交行为的本质是促使个体获得并维持较高的社交地位

（Eisenegger, Haushofer, & Fehr, 2011），以及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未管所）环境中，

攻击行为与“提高社交地位”这一动机之间的冲突，我们认为，睾酮素与攻击行为间不显著的

总效应和直接效应仅仅是个开端。未管所环境下，睾酮素可能进一步通过降低个体的攻击行

为来达到“提高社交地位”这一目标，且这一过程是通过影响个体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偏向来完

成的。简而言之，特殊的未管所环境下，未成年犯提高社交地位的动机可能促使睾酮素抑制

杏仁核的激活水平，进而导致个体表现出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回避和注意不稳定性，而注意回

避和注意不稳定性又可作为一种情绪调节手段降低个体的攻击水平，最终表现为睾酮素通过

正向预测注意回避和注意不稳定性降低个体的攻击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4.2 敌意注意偏向的中介作用”中的前三段进行修改（为保持逻

辑的连贯性，在下面的粘贴的修改稿中，第四段、第五段也一并呈现），依次论述了理解当

前中介模型的整体框架、“睾酮素正向预测敌意刺激注意回避和注意不稳定性”可能的神经生

理路径及其与环境的交互、“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回避和注意不稳定性负向预测攻击行为”的内



在机制及由此所反映出的动态注意特征等内容。为方便专家审阅，特粘贴如下（正文修改见

蓝色标记处）： 

修改稿： 

如前所述，未管所环境下，攻击行为可能不再是个体提高社交地位的有效途径，因此睾

酮素与攻击行为间的关系被抑制了。在此基础上，中介模型检验进一步提示我们，睾酮素可

能通过降低攻击行为进而提高社交地位，且这一过程是通过影响个体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偏向

来完成的。我们的研究发现，睾酮素可通过正向预测未成年犯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回避和注意

不稳定性降低其攻击水平。 

首先，与研究假设不一致，我们发现睾酮素正向预测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回避和注意不稳

定性，而非注意偏向。这一结果也为睾酮素和敌意注意偏向间关联的不一致性提供了新的研

究证据（Enter et al., 2016; Hermans et al., 2008; Terburg et al., 2016; van Peer et al., 2017）。考

虑到睾酮素对个体社交地位提高所具有的促进作用，以及情境背景对睾酮素与行为间关系的

重要影响（Terburg & van Honk, 2013），我们认为特殊的未管所情境可能是导致当前结果的

潜在原因，在此基础上，睾酮素对注意偏向的影响可能借助杏仁核的激活得以实现。 

作为处理威胁刺激的关键脑结构（Buades‐Rotger & Krämer, 2018），杏仁核可能传递了

睾酮素对敌意注意偏向的影响。一方面，杏仁核下行影响敌意注意偏向特征，其激活会加强

个体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偏向（Bertsch, et al., 2013; Buades‐Rotger & Krämer, 2018），其参与

度的下降则伴随注意回避（Tonnaer, Siep, van Zutphen, Arntz, & Cima, 2017）；另一方面，杏

仁核所具有的雄激素受体（Rubinow & Schmidt, 1996）使其对愤怒面孔的反应受到睾酮素的

影响（Bos, Panksepp, Bluthé, & van Honk, 2012），且睾酮素对杏仁核的影响取决于个体的动

机（Radke, et al., 2015）。具体来说，对具有趋近动机的个体而言，睾酮素水平的提高可增强

杏仁核激活水平；但对具有回避动机的个体而言，睾酮素对杏仁核的反应性则具有抑制作用

（Radke, et al., 2015）。作为促使个体争取更高社交地位的生物激素，睾酮素对行为的影响取

决于特定情境（Terburg & van Honk, 2013; Eisenegger, Haushofer, & Fehr, 2011），个体对攻击

行为的趋近和回避动机也受到环境背景的影响。在未管所环境中，攻击行为不再是提高社交

地位的有效手段，因此未成年犯更多的表现出回避动机，该动机促使睾酮素抑制杏仁核的激

活水平，进而导致个体对敌意刺激更多的表现出注意回避，并最终表现为睾酮素对注意回避

的正向预测。考虑到注意过程所具有的动态性，个体的注意过程多表现为注意偏向与注意回

避的交替和浮动（Zvielli, Bernstein, & Koster, 2015），而这一特征在敌意面孔这类特殊刺激

中表现更为明显。因此，伴随个体表现出的注意回避，注意不稳定性水平也随之上升，表现

为睾酮素对注意不稳定性的正向预测。 

另外，未成年犯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回避和注意不稳定性对攻击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其中，注意回避对攻击行为的负向预测可能反映了未成年犯的情绪调节过程。情绪调节模型

认为，选择性注意是一种重要的情绪调节方式，包括对特定刺激的注意转移、注意回避以及

注意偏向等（Koole, 2009）。作为情绪调节的手段之一，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回避则有助于降

低交感神经系统的唤醒度，进而提高个体在威胁情境中的适应力（Gross, 2001）。与这一观

点相一致，已有研究显示， 分心策略有助于个体降低反应性攻击（Vasquez, et al., 2013）和

愤怒水平（Lievaart, Huijding, van der Veen, Hovens, & Franken, 2017）。因此，对敌意刺激的

注意回避可作为一种情绪调节手段减少个体的攻击反应，进而表现为敌意刺激注意回避对攻

击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 

在此基础上，注意不稳定性对攻击水平的负向预测则进一步反映了未成年犯注意调节的

动态过程。上一模型中，注意回避的中介作用反映个体自上而下的情绪调节和行为控制过程，

而当前模型中，注意不稳定性代表在情绪调节和行为控制的基础上，个体对敌意刺激所表现

出的长程注意分配特点。研究显示，当呈现威胁刺激时，个体往往先首先表现出对刺激的注



意偏向，随后，为降低刺激所导致的负性情绪，个体会对注意过程进行控制，进而表现出注

意回避（Zvielli et al., 2015）。这一过程和模式会反复出现，表现为注意偏向和注意回避的动

态交替。注意的不稳定性反映的正是这种注意朝向的动态变化，以及未成年犯通过控制注意

分配进而对愤怒情绪进行调节的过程。因此，表现出高注意不稳定性的个体可对自身的情绪

进行动态调节，进而表现为注意不稳定性对攻击水平的负向预测。 

 

意见 4：讨论部分只提及了显著的结果，而对于没有被发现的中介效应等结果，作者没有做

任何解释。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讨论部分没有被发现的中介效应等结果需进一步深入论述的建

议。因篇幅限制，原稿中仅对显著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进行了论述，忽略了对不显著结果

的分析与解释。诚如专家所言，不显著的结果不应被忽视，相反，它以无言的形式为我们传

递出了更多信息，对不显著结果的分析是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整个模型的重要途径。 

纵观整个模型，不显著的结果主要包括睾酮素对攻击行为的总效应与直接效应，Dot-BS

与 Stroop-BS 量化指标的中介效应四方面内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 TL-BS 包括正向平均

TL-BS，负向平均 TL-BS，正向峰值 TL-BS，负向峰值 TL-BS，TL-BS 变异性五个不同的指

标，但它们的本质都是对个体注意偏向特征的量化，彼此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的（Zvielli, 

Bernstein, & Koster, 2014），故不再对不显著的 TL-BS 指标进行额外分析。在以上提到的四

方面内容中，由于“睾酮素对攻击行为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不显著”相关内容已在对专家意见

2 的回复以及“4.1 睾酮素与攻击行为”中有过针对性论述，因此这里重点讨论“Dot-BS 与

Stroop-BS 量化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这两方面内容。 

作为不同的注意偏向量化方式，Dot-BS、TL-BS、Stroop-BS 三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

各自持有其特异性。厘清三种量化方式的特点是理解中介效应不显著的前提。 

首先，本研究中的 Dot-BS 与 TL-BS 所依托的任务范式均为点探测范式，且实验材料均

为敌意面孔表情图片和中性面孔表情图片。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Dot-BS 只能反映出刺激

呈现后，某个特定时间点被试所表现出的注意分配特征，并将其作为一种静态、稳定的过程

进行平均化处理（Kuckertz & Amir, 2015）；而 TL-BS 则将注意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认为

个体会表现出注意偏向与注意回避的交替和浮动（Zvielli, Bernstein, & Koster, 2015），且这

一特征在蜘蛛恐怖症患者、吸烟者（Zvielli, Bernstein & Koster, 2015）、创伤后应激障碍个体

中均有所体现（Schäfer et al., 2016）。已有研究显示，与传统 Dot-BS 相比，TL-BS 表现出较

高的分半信度及预测力（Schäfer et al., 2016; Zvielli et al., 2015），而本研究中 Dot-BS 量化方

式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可能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动态 TL-BS 的优越性。即与体现静态化、

平均化特征的传统 Dot-BS 相比，体现动态特征的 TL-BS 能更加有效地反映个体真实的注意

偏向特征。 

其次，Stroop-BS 与 Dot-BS 都反映个体静态、平均化的注意偏向特征，其不同之处在于，

本研究中的 Stroop-BS 所依托的范式为改编版情绪 Stroop 范式，且实验材料为双字攻击敌意

词汇与中性词汇。也就是说，当前研究中，Stroop-BS 反映的是个体对敌意语义刺激的注意

偏向。而已有研究显示，在加工的早期阶段（如编码阶段），与语义刺激相比，睾酮素会更

多的影响个体对生物相关刺激（如面孔表情）的反应（Buades‐Rotger & Krämer, 2018）。也

就是说，睾酮素可能更多的作为个体对面孔表情注意偏向反应的生理机制，而对语义刺激注

意偏向反应的生理机制可能涉及其他神经生物过程。因此，睾酮素的这一作用特征可能是导

致当前 Stroop-BS 中介效应不显著的原因之一。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在讨论部分“4.2 敌意注意偏向的中介作用”的第六段加以论述，为

方便专家审阅，特粘贴如下（正文修改见蓝色标记处）。 

修改稿： 



我们注意到，作为注意偏向特征的不同量化方式，传统 Dot-BS 和 Stroop-BS 指标的中

介效应不显著，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动态注意偏向量化方式的优越性（Schäfer et al., 

2016; Zvielli et al., 2015），以及睾酮素的作用特征（Zilioli & Bird, 2017）。首先，注意是一个

具有明显个体差异的动态过程，个体并非持续、稳定的对刺激表现出某一特定的注意分配模

式，而是会表现出注意偏向和注意回避的交替与浮动（Zvielli et al., 2015）。因此，与体现静

态化、平均化特征的传统 Dot-BS 相比，体现动态特征的 TL-BS 能更加有效地反映个体真实

的注意偏向特征。此外，与呈现面孔表情的点探测任务不同，本研究中改编版情绪 Stroop

任务对注意偏向的测量是借由语义刺激完成的。与对面孔刺激的加工相比，个体对语义信息

的加工过程进化更晚，且自动化水平更低（Beall & Herbert, 2008），而睾酮素作为进化较早

的内分泌激素，其对语义刺激的反应可能相对不敏感（Zilioli & Bird, 2017）。相关实证研究

也显示，睾酮素可调节杏仁核对面孔表情的反应性（Radke, et al., 2015），但对以词语为刺激

的 Stroop 得分影响不显著（Buades‐Rotger & Krämer, 2018）。也就是说，与语义刺激相比，

睾酮素更多的影响与个体对生物相关刺激（如面孔表情）的反应，特别是在加工的早期阶段

（Buades‐Rotger & Krämer, 2018）。睾酮素的这一作用特征可能是导致当前 Stroop-BS 中介效

应不显著的原因之一。 

……………………………………………………………………………………………………… 

 

审稿人 2意见： 

该研究从生物激素和社会信息加工视角出发，探究睾酮素对未成年犯攻击行为的影响，

选题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但从文献回顾、研究设计、数据处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

疑问。 

 

意见 1：引言部分（前两段）未能看出未成年犯攻击行为的发生机制目前研究进展如何，以

及为何作者从激素的视角去探究未成年犯攻击行为这一议题?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提出引言部分有关未成年犯攻击行为发生机制研究进展，以及研究视角

的选择方面需进一步详细论述的建议。未成年犯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因其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和行为的破坏性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但因未成年犯未满 18 周岁，无法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

障碍，且目前尚未有特异性针对“未成年犯攻击行为“的相关理论，故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为具

有普适性的攻击理论。当前对攻击行为的各种研究和理论较为成熟，内容丰富，限于篇幅限

制，我们在原稿中将重点放在了模型的提出上，在相关研究背景和目前研究进展的介绍方面

有所欠缺。 

针对专家提出的建议，我们在引言第二段补充攻击行为的发生机制、目前的研究进展等

相关论述，并介绍为何从激素和社会认知加工两个视角探究当前的研究问题。为方便专家审

阅，特粘贴如下（正文修改见蓝色标记处）。 

修改稿： 

未成年犯罪形式多样，其中，攻击行为受到广泛关注。一方面，来自 2017 年的调查数

据显示，暴力犯罪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路琦 等，2018）；另一方面，攻击行为

也是个体由青春期犯罪人发展为终身持续型犯罪人的重要风险因素（Assink, van der Put, 

Hoeve, Vries, Stams, & Oort, 2015）。作为人类进化过程中兼具适应性、功能性和破坏性的特

殊行为类型，攻击行为的产生和发展受到遗传和环境的双重影响（Tuvblad & Baker, 2011），

涉及神经生物因素（Rosell & Siever, 2015）、心理社会因素（Fauz, Zulkefli, Afiah, Minhat, & 

Ahmad, 2019）等多个方面，具有动态性、多重决定性的特点（Ramirez, 2003）。但值得注意

的是，对于严重的攻击暴力和反社会行为来说，生物因素可能承担更加基础的角色（Rosell 

& Siever, 2015），个体具有攻击的遗传素质是后天环境因素产生作用的重要前提（Reiss & 



Neiderhiser, 2000）。在此基础上，激素调节则是生物素质影响攻击行为的重要形式，特定基

因正是通过影响激素分泌进而控制攻击行为（Fernàndez‐Castillo & Cormand, 2016）。此外，

还需要意识到，生物因素的影响要借由对环境信息的认知加工来完成（Huesmann, 2018）。 

 

意见 2：无论是关于“睾酮素与攻击行为”，还是“注意偏向与攻击行为”，作者对文献梳理主

要停留在概念的解释，并没有看出对这些关系背后的机制进行解释以及目前研究到什么程

度？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引言中“睾酮素与攻击行为”以及“注意偏向与攻击行为”部分在

文献梳理、机制介绍以及目前研究进展方面需进一步详细论述的建议。因我们所关注的重点

为生物激素视角和社会信息加工视角的整合，故在考虑篇幅限制以及文章整体结构和比例的

基础上，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模型提出这个部分，对两个视角本身仅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和梳

理。诚如专家所言，“睾酮素与攻击行为”（生物激素视角）和“注意偏向与攻击行为”（社会

认知加工视角）是后期模型提出的基础，有必要对这两种视角本身的发生机制、研究进展进

行系统论述。 

针对专家提出的建议，我们修改了引言部分“1.1 生物激素视角：睾酮素与攻击行为”

和“1.2 社会信息加工视角：注意偏向与攻击行为”，补充了相关生物和心理作用机制，以

及最新的实证研究进展等内容。为方便专家审阅，特粘贴如下（正文修改见蓝色标记处）。 

修改稿： 

1.1 生物激素视角：睾酮素与攻击行为 

对包括人类在内的群体动物而言，攻击行为是获得控制力和支配性的重要手段，而生物

激素则是影响和调节攻击行为的基本变量（Fernàndez‐Castillo & Cormand, 2016）。其中，

产生于 HPG 轴（垂体-下丘脑-性腺）的睾酮素与攻击行为联系尤为密切（Montoya, Terburg, 

Bos, & Van Honk, 2012）。睾酮素是一种促使个体追求更高社交地位的内分泌激素，因此，

在许多物种中，睾酮素都与体现控制力和支配性的攻击行为联系在一起（Eisenegger, 

Haushofer, & Fehr, 2011）。具体来说，睾酮素可通过减少急性恐惧反应、焦虑水平，提高攻

击的奖励敏感性，增强杏仁核对威胁刺激的反应性，减少前额叶对杏仁核的皮层控制等途径

对攻击行为产生自动的、无意识的影响（Terburg & van Honk, 2013）。 

实证研究方面，一些早期研究报告了睾酮素与攻击行为间的密切联系，指出睾酮素可主

导男性的支配、控制和攻击行为（Mazur & Booth, 1998）；此外，成年罪犯（Dabbs Jr, Carr, Frady, 

& Riad,1995）、未成年犯（Dabbs, Jurkovic, & Frady, 1991; Brooks, & Reddon, 1996）群体中也

发现睾酮素可正向预测个体的攻击暴力水平。但近期有研究显示，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的睾

酮素水平与健康对照组差异不显著（Evrensel, Ünsalver, & Özşahin, 2016）；元分析研究也发

现，睾酮素与攻击行为之间只存在较弱的正相关（r = 0.054: Geniole, Bird, McVittie, Purcell, 

Archer, & Carré, 2019; r = 0.08: Archer, Graham-Kevan, & Davies, 2005）。 

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提示我们，生物激素对行为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这一过程

还会受到其他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Huesmann, 2018）。此外，单一的生物激素视角未充分

考虑到人类特有认知加工过程对行为反应的作用（Archer, 2009）。作为具有社会性和能动性

的个体，人类的行为除了受到生物激素的影响外，更多是以能动方式对环境做出反应，在这

一过程中，对社交线索的信息加工过程扮演了重要角色（Crick & Dodge, 1994）。 

1.2 社会信息加工视角：注意偏向与攻击行为 

社会信息加工视角强调认知加工过程对行为反应的影响，认为攻击行为与偏向性的社会

信息加工模式密切相关（Crick & Dodge, 1994; Huesmann, 2018; Lemerise & Arsenio, 2000; 

Wilkowski & Robinson, 2010），尤其是敌意注意偏向（Miller & Johnston, 2019）。注意偏向是

指相对于中性刺激，个体对特定刺激所表现出的注意分配模式，包括注意警觉、注意解离困



难以及注意回避三种成分（Cisler & Koster, 2010）。在本研究中，对敌意刺激的注意警觉和

注意解离困难统称为“指向敌意刺激的注意偏向”；对威胁刺激的注意回避则表示个体将注意

力分配给非敌意线索。 

个体对社会线索的选择和编码可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对线索解释、行为反应产生影响

（Crick & Dodge, 1994）。一方面，指向敌意刺激的注意偏向可直接对行为反应产生影响：

更容易注意到敌对社交线索（如愤怒表情）的个体倾向于感受到更多威胁，具有更多消极情

绪的唤起，进而更容易表现出攻击行为（Crick & Dodge, 1994; Lemerise & Arsenio, 2000; 

Wilkowski & Robinson, 2010）；另一方面，作为信息加工的早期过程，对敌意刺激的选择性

编码也会影响后续的认知加工阶段，使个体更容易对他人意图做出敌意解释，而此类敌意信

息加工方式的反复激活则促使个体逐渐形成敌意认知信念和攻击性的信息加工图式，最终导

致个体表现出一般性的攻击倾向（Miller & Johnston, 2019）。 

与理论模型相一致，已有较多研究发现敌意注意偏向与进一步的敌意归因及攻击行为具有密

切联系（Miller & Johnston, 2019）。针对暴力犯罪者（Chen, Muggleton, & Juan, 2015; Domes, 

Mense, Vohs, & Habermeyer, 2013）、普通大学生（Maoz, Adler, Bliese, Sipos, Quartana, & 

Bar-Haim, 2017）、攻击性青少年（Laue, et al., 2018）和女性（Buades-Rotger & Krämer, 2018）

的研究均显示，指向敌意线索（包括反社会词语、愤怒表情）的注意偏向与更高的攻击水平、

更高的特质愤怒水平、更低的愤怒控制能力相关。元分析研究也发现，反应性攻击与对人际

威胁刺激的注意偏向密切存在显著正相关（Manning, 2019）。 

 

意见 3：从作者引用的文献来看，大多来自 5-10 年以前的研究发现，那么本研究相比较而

言有何新的突破和贡献呢？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文献引用年份问题。攻击行为作为一个经典研究议题，历来被研

究者所关注，涌现出一系列经典的理论假设和相应的实证研究。因当前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经

典的双激素假说及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所以我们所引用的文献也

大都是 5-10 年前比较经典的理论文献或实证研究。 

虽然前人的研究过于经典难以超越，但整合 “双激素假说”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的视角，重新审视“未成年犯攻击行为”这个值得被关注的研究问题，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已有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我们采用了整合的视角，在考虑生物激素对个体攻击攻击行为所

造成影响的基础上，探究人类特有社会信息加工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而从生物激

素和社会认知两个角度探究未成年犯攻击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和个体差异，这对

于进一步理解未成年犯的攻击暴力行为，进而开发相应的干预措施都有一定帮助。 

此外，我们需要诚实交待，因该研究从立项到开展研究，及论文撰写已有些时日；成稿

在监狱管理局相关部门审核也费不少时间；当然，我们在最终投稿前未及时查新文献也难辞

其咎。感谢专家的指正，我们在修改稿中补充了最新的研究进展和实证研究证据。因补充的

文献分散于全文，故不在此一一列出，专家可重点查看正文修改稿中标记蓝色的部分。 

 

意见 4：作者关于皮质醇的调节效应论述缺乏立论依据，尤其是关于皮质醇对前半段路径的

调节缺乏充分的理论基础。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引言中“1.3.2 皮质醇的调节作用”需进一步介绍立论依据的建

议。 

皮质醇调节效应的理论基础为双激素假说（Mehta & Josephs, 2010），这一假说在 HPA

轴和 HPG 轴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讨论了睾酮素与皮质醇交互影响、共同调节相关行为的过

程。双激素假说最初聚焦于攻击行为，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皮质醇与

睾酮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局限在攻击行为这一领域，而可能涉及一系列与两种激素相关的



认知和行为过程（Knight, Sarkar, Prasad, & Mehta, 2020），而敌意注意偏向也与睾酮素和皮

质醇具有密切联系（van Honk, et al., 2000; Bertsch, Böhnke, Kruk, Richter, & Naumann, 2011; 

Putman, Hermans, & van Honk, 2010）。因此，本研究在假设皮质醇调节睾酮素对攻击行为直

接效应的同时，也探索性的假设皮质醇可调节中介作用的前半段，进而探讨皮质醇在睾酮素

和敌意注意偏向间的调节作用。限于篇幅限制，原稿在假设 3（皮质醇可调节睾酮素对未成

年犯攻击行为的直接作用）的推论中介绍了双击素假说，在假设 4（皮质醇可调节敌意注意

偏向中介作用的前半段，即影响睾酮素对敌意注意偏向的作用）的推论中未重复论述，导致

假设的理论基础有些模糊不清。 

针对专家提出的建议，我们修改了引言部分“1.3.2 皮质醇的调节作用”的相关表述，

在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假设，为方便专家审阅，特粘贴如下（正文修改见

蓝色标记处）。 

修改稿： 

虽然睾酮素和攻击行为、敌意注意偏向间的正向关联均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已有

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显示睾酮素可正向预测个体的攻击水平（Terburg, Morgan, & van 

Honk, 2009）及指向敌意刺激的注意偏向（Enter, Terburg, Harrewijn, Spinhoven, & Roelofs, 

2016; Hermans, Ramsey, & van Honk, 2008; Terburg et al., 2016; Wirth & Schultheiss, 2007）；但

也有研究报告睾酮素与更低的竞争水平（Mehta & Josephs, 2010）及对愤怒面孔的注意回避

相关（van Peer, Enter, van Steenbergen, Spinhoven, & Roelofs, 2017）。睾酮素与攻击行为、敌

意注意偏向间关联的不一致性提示我们，可能存在潜在的调节变量对两者关系产生影响。对

此，有研究者开始关注皮质醇与睾酮素的相互作用，进而提出了双激素假说（Mehta & Josephs, 

2010）。 

作为 HPA 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的最终产物，皮质醇可在多个层面上调节睾酮素

的影响，包括作用于 HPG 轴进而抑制睾酮素的分泌，阻断睾酮素的作用通路等（Mehta & 

Josephs, 2010）。基于 HPA 轴和 HPG 轴的相互作用，以及睾酮素与攻击行为的密切联系，早

期就有研究者开始关注皮质醇在睾酮素与未成年暴力犯罪间起到的调节作用（Dabbs et al., 

1991）。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Mehta 等（2010）正式提出了双激素假说，强调睾酮素与皮

质醇共同影响个体争取社交地位的相关行为，表现为低皮质醇水平下，睾酮素与攻击、支配

和控制行为呈显著正相关；高皮质醇水平下，两者关联不显著。已有针对男性未成年犯

（Popma et al., 2007）、男性青少年（Grotzinger, Mann, Patterson, Tackett, Tucker-Drob, & 

Harden, 2018）及女性群体（Lozza, et al., 2017）的实证研究以及相关元分析研究（Dekkers, et 

al., 2019）均显示，在对社交地位、攻击行为、冒险与支配行为的预测方面，睾酮素和皮质

醇之间交互作用显著。基于此，本研究假设皮质醇可调节睾酮素对未成年犯攻击行为的直接

作用（H3）。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早期研究主要关注攻击相关行为，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皮质醇

与睾酮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局限在这一领域，而可能涉及一系列与两种激素相关的认知和

行为过程（Knight, Sarkar, Prasad, & Mehta, 2020）。已有针对男性养育行为（Bos, et al., 2018）、

人际交往（Lozza, et al., 2017）、经济博弈（Pfattheicher, 2017）的研究均为双激素假说提供

了新的支持。此外，皮质醇与睾酮素的相互作用也同样表现在认知领域，包括决策判断

（Prasad, Knight, & Mehta, 2019; Mehta, DesJardins, van Vugt, & Josephs, 2017）、情景记忆

（Panizzon, Hauger, Xian, Jacobson, Lyons, Franz, & Kremen, 2018）和情绪控制（Denson, 

Ronay, von Hippel, & Schira, 2013）等。考虑到睾酮素与敌意注意偏向间关联的不一致性、

HPA 轴与 HPG 轴之间相互作用的广泛性，以及睾酮素、皮质醇和敌意注意偏向间的密切联

系（van Honk, et al., 2000; Bertsch, Böhnke, Kruk, Richter, & Naumann, 2011; Putman, Hermans, 

& van Honk, 2010），我们认为双激素假说可能同样适用于敌意注意偏向。具体来说，皮质醇



或可通过影响睾酮素的分泌及作用通路，进而调节睾酮素对敌意注意偏向的影响。因此，本

研究假设，皮质醇可调节敌意注意偏向中介作用的前半段，即影响睾酮素对敌意注意偏向的

作用（H4）。 

 

意见 5：文献回顾中，文献引用较为陈旧，缺乏对最新前沿文献的回顾。 

回应：再次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献引用年份这一问题的指正。原因我们在上文意见 3 中作了较

为详细的回应，这里就不再赘述。 

针对专家提出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补充了近三年的研究进展和实证研究证据，特别是引

用了一些最新的元分析研究，以期能够梳理最新的研究进展。因补充的文献分散于全文，故

不在此一一列出，专家可重点查看正文修改稿中标记蓝色的部分。 

 

意见 6：许多观点论述缺乏文献引用，例如“对此，有研究者提出，睾酮素和攻击行为、注

意偏向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激素的影响，其中，皮质醇的调节作用受到了较多研究者的

关注。”，作者并没有引出是哪位学者提出的观点。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论述文献引用规范问题的指正。因学报对参考文献条目有所限制，

因此我们原稿删除了部分较为公知的论点中涉及到的文献，转而在后面的论据中有针对性的

罗列相关文献，以缩减正文的参考文献数量。 

针对专家提出的建议，我们重新梳理了全文，并在修改稿中补充添加了必要的参考文献。

因补充的文献较多且相对分散，故不在此一一列出，专家可重点查看正文修改稿中标记蓝色

的部分。 

 

意见 7：关于样本量：最后样本量为 76 名未成年犯，这么少的样本量进行数据分析是否具

有代表性？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样本代表性这一问题。诚如专家所言，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是

研究结果可靠的基础和前提。本研究使用整群抽样法收集了 84 名未成年犯的相关数据，数

据清洗后保留有效样本 76 人。虽然我们的样本数量相对有限，但这些样本兼顾了群体代表

性与当前的研究目的。下面我们以最新的 2017 年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研究（路琦 等，

2018）为参照，从性别特征、罪错类型、刑期结构几个方面分析当前样本的代表性。 

首先，从性别上看，本研究仅抽取了男性被试，这是因为当前研究涉及睾酮素这类雄性

激素，而男性和女性在此类激素的含量上存在较大差异，激素含量的性别差异可能构成影响

研究结果的重要混淆变量（Knight, Sarkar, Prasad, & Mehta, 2020）。实际上，未成年犯罪以

男性为主历来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2013 年（路琦，董泽史，姚东，胡发清，2014）、2014

年（郭开元，2015）全国范围内的未成年犯罪调查研究均发现了这一特点，2017 年的调查

数据也显示男性未成年犯罪者占总量的 97.6%（路琦 等，2018）。因此，以男性未成年犯为

研究对象既与实际情况相一致，也是研究目的的需要。 

其次，从罪错类型上来看，本研究的被试样本中，罪错类型主要涉及故意伤害、故意杀

人、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抢劫、敲诈勒索、盗窃、诈骗、强奸、涉毒贩毒等，这与 2017

年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所显示的未成年男犯主要罪名（包括抢劫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

盗窃罪、故意杀人罪、聚众斗殴罪、贩毒罪等）较为一致（路琦 等，2018）。另外，本研究

中未成年犯罪类型中的大部分都具有一定的攻击暴力性，这也符合当前的研究目的。 

最后，从刑期结构上来看，本研究的被试样本中，一年以下刑期者占 7.1%，一至三年

刑期者占 73.2%，三至十年刑期者占 19.7%，呈现出短期刑所占比例较大的特征。而 2017

年的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研究也表现出此类特点，即未成年犯中，一年以下刑期者占 4%，

一至五年刑期者占 69.3%，五至十年刑期者占 22.8%（路琦 等，2018）。短期刑所占比例较



大也反映出了对待未成年犯罪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这

也进一步提示我们，加强未成年犯罪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进而推动干预措施的开

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当前研究的样本量虽然比较有限，但在被试主要特征（性别特征、罪错类型、

刑期结构）方面与基于全国的大样本抽样调查研究具有较高一致性，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当

前我国未成年犯的主要情况。对当前样本的探究也有助于推动我们对未成年犯攻击暴力发生

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 

 

意见 8：关于实验流程：被试是在第一天先测评攻击行为，但是在第二天才让被试完成敌意

点探测任务、攻击敌意 Stroop 任务，从时间先后顺序来看，被试所测评的攻击水平究竟是

否与其注意偏向有关？换言之，被试在后一天的注意偏向究竟是否会导致前一天攻击行为的

变化？尤其是作者选择的是 Stroop 任务来测评注意偏向，这种认知冲突任务很可能会造成

认知资源和自我控制资源的损耗，这可能也是影响注意偏向的一个额外因素。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在实验流程和任务范式选择方面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设计时我们

也认真考虑了变量测量方法及顺序问题，最终选择先测量攻击水平，再测量注意偏向，且采

用两种范式、两种实验材料、三种量化方式测量个体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偏向。下面依次对专

家的两个问题作出回应。 

为解释攻击水平和敌意注意偏向测量顺序这一问题，我们将从两个角度进行剖析：其一，

敌意注意偏向对特质攻击水平和状态攻击水平的影响；其二，当前的研究目的。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敌意注意偏向既可以影响个体在当前情境下即时的攻击性反应，又

可以影响个体较为稳定的特质攻击水平（Crago et al., 2019）。一方面，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偏

向可即时唤起个体的消极情绪，使其感受到更多威胁（Wilkowski & Robinson, 2010），进而

提高状态攻击水平；另一方面，较为稳定的敌意刺激注意偏向也会影响后续的认知加工阶段，

使个体更容易对他人意图做出敌意解释，而此类敌意信息加工方式的反复激活促使个体逐渐

形成敌意认知信念和攻击性的信息加工图式（Miller & Johnston, 2019），最终导致个体特质

攻击水平的提高。也就是说，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偏向既可以影响个体的特质攻击，也可以影

响个体的状态攻击，且两者通常是混杂在一起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基线睾酮素、基

线皮质醇、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偏向以及特质攻击水平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本研究所聚焦

的攻击行为是个体较为稳定的特质攻击，而非状态攻击。为此，我们选择了经典特质攻击测

量工具Buss-Perry量表（BPAQ）的中文版AQCV用于评估未成年犯的攻击水平（Buss & Perry, 

1992; 李献云 等，2011）。 

考虑到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偏向对特质攻击和状态攻击均有所影响，且本研究关注的是一

段时间内个体较为稳定的特质攻击水平，而非在敌意注意偏向之后的状态攻击。因此，为了

尽量减少状态攻击水平可能造成的混淆（注意偏向测量中呈现的敌意表情面孔刺激、攻击敌

意词汇可能会激怒未成年犯，使其状态攻击水平有所提高），我们采用了先测量攻击水平，

再测量注意偏向的研究设计。虽然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测量时间与预测关系相反，但由于

我们聚焦的是习惯化的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偏向以及个体在一段时间内较为稳定的特质性攻

击水平，故其受时间和测量顺序的影响相对较小。 

对于专家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诚如专家所言，改编版的情绪 Stroop 任务确实容易造成

认知资源和自我控制资源的损耗，进而对注意偏向产生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改编版

情绪 Stroop 任务之所以能够量化个体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偏向，正是因为在敌意刺激消耗注

意力的同时，个体还需要付出较大的认知努力对颜色进行命名（Williams, Mathews, & 

MacLeod, 1996）。也就是说，颜色命名过程中认知资源的损耗是反映个体敌意注意偏向的一



个重要指标，两者是密切相关、不可切分的。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关注的重点转变为

了如何提高本研究对敌意注意偏向的测量信度及有效性，尽量减少认知资源损耗和自我控制

资源损耗等额外因素的影响，下面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依次论述。 

首先，为提高本研究对敌意注意偏向的测量信度及有效性，除改编版情绪 Stroop 范式

外，我们还采用了点探测范式来测量个体的注意偏向。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研究目的之一也

在于比较两种范式（改编版情绪 Stroop 范式）、两类实验材料（面孔表情刺激、敌意攻击词

汇）以及三种注意偏向量化方式（Stroop-BS、Dot-BS、TL-BS）与基线睾酮素水平、攻击行

为之间的关联，进而探究不同任务范式、实验材料、量化手段各自的特征及优越性。实际上，

点探测范式下个体对敌意面孔表情的动态注意偏向特征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

TL-BS 与传统注意偏向量化方式 Dot-BS、基于改编版情绪 Stroop 任务及语义刺激的

Stroop-BS 之间的差异也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因此，我们选择同时使用两种范式和两种实

验刺激来测量个体对敌意刺激的注意偏向。 

其次，为尽量减少认知损耗对其他认知测量任务（即点探测任务）所造成的影响，我们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将改编版情绪 Stroop 任务放在最后测量，并在测量前安排 10 分钟

的休息时间，以减少改编版情绪 Stroop 任务与点探测任务可能产生的相互影响；另外，改

编版情绪 Stroop 范式共包括 4 个 block 共 160 个 trial，每个 block 之间有 3 分钟的休息时间。

借由以上措施，我们期望能够在提高研究信度、达到研究目的的同时，尽量减少认知资源和

自我控制资源损耗对注意偏向的影响。 

 

意见 9：关于中介与调节效应分析：建议作者采用路径分析或者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多个潜

变量的模型。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针对数据分析方法提出的建议。研究前期我们也认真考虑构建结构

方程模型，但最终选择使用 PROCESS 宏程序分析数据。为解释这一问题，我们将从两个角

度进行剖析：其一，当前的模型特征；其二，数据分析需求。 

首先，结构方程模型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间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

（CB-SEM），可同时评估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在模型构建方面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因此

尤其适合评估包含潜变量的复杂模型（Weston & Gore, 2006）。然而，当前所有模型中只包

括一个可以视为形成型潜变量的测量结构（AQCV 总分），其他所有变量均为实际测量得到

的显变量。在此种条件下，结构方程模型并不能完全发挥其优势；不仅如此，基于协方差的

结构方程模型不支持形成型潜变量的构建和评估（Davcik, 2014)，但 AQCV 总分为形成型

潜变量，因此结构方程模型不是特别适用于当前模型。与结构方程模型相比，PROCESS 宏

程序具有操作简便的优势，且更适合处理显变量模型（Hayes, 2012）。研究显示，对于显变

量模型来说，PROCESS 分析所得结果与 SEM 分析所得结果基本相同（Hayes, Montoya, & 

Rockwood, 2017）。 

其次，当前模型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整合攻击行为的激素视角和认知视角，进而建

构的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对此类有中介的调节模型而言，探究调节

变量不同水平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如何产生变化是评估和解释的焦点

（Hayes, 2012）。然而，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构建并检验交互项具有很多困难、挑战甚至争议

（Cortina, Chen, & Dunlap, 2001; Hayes, Montoya, & Rockwood, 2017），这导致我们很难借由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探究进一步的调节模式，从而为模型的解释造成困难。与结构方程模型

相比，PROCESS 宏程序可以构建复杂的条件过程模型（包括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通过指

定具体的模型结构评估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并在调节效应显著的基础上进一步

分析具体的调节模式（Hayes, 2012），这类结果的输出无疑对于模型的解释及变量间关系的

理解具有很大帮助。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最终选择了使用 PROCESS 宏程序分析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该

PROCESS 宏程序可以基于偏差校正百分位的 Bootstrap 法对多种有中介的调节以及有调节

的中介模型进行验证。该方法较为成熟，已有大量研究使用该程序检验中介效应前半段或者

后半段是否受到调节（Chardon, Janicke, Carmody, & Dumont-Driscoll, 2016; Nyadzayo & 

Khajehzadeh, 2016）。 

 

意见 10：其他细节问题 论文存在一些错别字，例如“并已进行预注测（https://osf.io/s4prd/）；

参考文献缺乏近三年的文献；建议提供与本研究相关的附录材料。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细节问题的细心指正，对于文章中出现的极个别错别字我们

深表歉意，我们已重新检查了全文，同时也修改了一些表述，以期能够清晰流畅地呈现整篇

文章的内容。 

针对专家提出的参考文献年份问题，我们在意见 3 和意见 5 中解释了原因，这里不再赘

述。我们在修改稿中的引言和讨论部分补充了近三年的综述和元分析研究的总结和论述，同

时检索了最新的实证研究结果作为论据，以呈现该领域最近的研究进展和趋势。 

感谢专家提出的增加与研究相关的附录这一建议，对此，我们整理了与本研究相关的实验材

料，包括点探测任务所使用的面孔表情图片示例，改编版情绪 Stroop 任务中的词汇材料，

请专家查看英文长摘要后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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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1意见： 

对于该研究没有发现睾酮素与攻击行为的直接关联，以及结合“负向平均 TL-BS 可显著

正向预测 AQCV 愤怒分量表得分”、“睾酮素可显著正向预测注意的不稳定”等之类的结果可

推出睾酮素与攻击水平之间是负相关的问题，作者一直在强调是研究样本为未成年犯的特殊

性所致，那么有没有相关的研究资料可以作证这种假设，如果没有，如何确保根据 76 人得

出来复杂模型的结果是可靠的？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提出需进一步补充相关研究资料以佐证当前假设的建议。 



当前研究发现，睾酮素对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可通过敌意注意偏向对攻击行

为产生负向的间接效应。对此，我们认为，未成年犯所在的特殊情境——未管所可能是影

响当前变量间关系的重要因素。虽然很少有研究直接聚焦未管所环境，但情境背景可对睾酮

素与攻击行为间关联产生影响已成为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共识（Geniole et al., 2019; Carré & 

Archer, 2018; Dabbs, 1996）。例如，整合性较高、管理规范的社区环境可抑制甚至逆转睾酮

素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使高睾酮素水平个体表现出更多亲社会行为（Dabbs, 1996）。最后通

牒任务中，与对照组相比，注射外源睾酮素的男性在公平情境中更有可能奖励同伴；同时在

不公平情境中也更有可能惩罚同伴（Eisenegger, Naef, Snozzi, Heinrichs, & Fehr, 2010）。也就

是说，睾酮素与攻击行为间的关系在不同情境中有所不同。特定的情境背景下，睾酮素同样

可以抑制个体的攻击行为、提高个体的亲社会水平，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睾酮

素影响的是个体获得或维持较高社交地位的动机和行为反应，而非攻击行为本身（Eisenegger, 

Haushofer, & Fehr, 2011）。 

具体来说，睾酮素是一种促使个体获得或维持较高社交地位的激素，其与特定行为间的

关联取决于这一行为是否有助于提高社交地位（Terburg & van Honk, 2013; Eisenegger, 

Haushofer, & Fehr, 2011），而这一点又与特定情境和群体中的受欢迎规则密切相关。换言之，

睾酮素与攻击行为间的关联会随具体情境中受欢迎规则的不同而产生变化：当攻击行为有助

于提高个体的社交地位时，睾酮素会促使个体表现出更多攻击行为；当攻击行为无益于社交

地位的提高时，睾酮素与攻击行为间的关联会被削弱，甚至呈负向预测关系。由此，我们认

为，正是由于当前研究中未成年犯的攻击行为无益于提高其在未管所中的社交地位，故睾

酮素与攻击行为呈现不显著的直接关联和负向的间接关联。 

对于这一假设，已有针对未成年犯的研究提供了一定支持。例如，Goldweber 等人（2014）

针对女性未成年犯的研究显示，具有高社交地位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更高

的领导力并更值得信赖，相反，攻击行为则无益于社交地位的提高。同样，Clarke‐McLean

（1996）针对未成年犯的研究也显示，表现出更多暴力攻击行为的个体更容易被同伴群体孤

立，处于社交网络的边缘位置，具有较低的社交地位。 

除实证研究外，当前我国对未成年犯的管理实践也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一定支持。我国

对未成年犯的管教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李康熙, 2012），一方面重视所规纪律教

育，强调严格管理、遵规守纪、强制约束和矫治不良行为，重视行为养成教育，铲除亚文化

滋生的土壤（李豫黔, 2013）；另一方面重视群体规范的形成和优秀个体的带头作用，强调对

表现优异的未成年犯进行及时表扬，以加强和延续其良好势头，同时鼓励其他未成年犯积极

学习，进而形成向善、向好的群体规范（孙咏梅, 2017）。对于具有高奖励敏感性、比较在意

他人的评价和关注、容易受他人影响的未成年犯来说（孙咏梅, 2017），这一管教原则和相应

举措无疑会对群体的受欢迎规范产生影响，使得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个体更容易获得权威者

（狱警）的表扬、更可能在群体中扮演领导角色、具有更好的人际关系。而对表现出攻击行

为的个体来说，惩罚、约束和矫治措施本身就会使其与同伴群体隔离，进而损害其社交地位

（Goldweber et al., 2014）。 

综上，考虑到睾酮素对社交地位的促进作用、未成年犯群体的受欢迎规则以及未管所的

管理实践，我们认为，在特殊的未管所环境中，未成年犯的攻击行为可能无益于社交地位的

提高，因此睾酮素需通过降低个体的攻击行为以争取更高的社交地位，并最终表现为睾酮素

与攻击行为间不显著的直接效应和负向的间接效应。虽然当前研究纳入的样本量有限，但这

一样本在被试主要特征（性别特征、罪错类型、刑期结构）方面与 2017 年基于全国未成年

犯的大样本抽样调查研究（路琦 等，2018）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当前

我国未成年犯的主要情况（详见对第一轮问题 7 的回应），因此我们认为当前模型也具有一

定的可靠性。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未来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收集更多的样本，尝试将情境背



景纳入模型，以期在生物、认知、环境的整体框架下探究个体攻击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影响因

素。对此，我们也在“4.4 本研究的局限、临床意义及展望”中的第一段进行了相应论述。 

……………………………………………………………………………………………………… 

 

审稿人 2意见： 

修改稿较上一轮有了较大的提升，尤其是作者对文献回顾方面做了重新的梳理，夯实了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但在问题提出、方法部分还存在一些疑惑，请作者考虑和解答。 

 

意见 1：问题提出的背景 作者在第二段开篇从未成年人犯罪类型的高频这一现实背景交代

了为何选择未成年犯的攻击行为作为研究内容，也提出了遗传和环境是影响未成年犯攻击行

为的两大因素。但是这些背景并不能作为作者从睾酮素和皮质醇的交互视角探究这一问题的

缘由。作者在开篇或小引言部分要交代为何选择这一视角。换言之，睾酮素也可能是影响正

常健康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激素，催产素也可能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因素，目前该领域研究

的进展和缺口作者并未交代清楚。 

回复：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小引言部分需进一步交代选择研究视角选择、研究进展及缺口

的建议。 

因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生物激素视角和社会信息加工视角的整合，故在考虑篇幅限制及

文章整体结构的基础上，将论述重点放在了模型提出这个部分，而在具体研究视角的选择方

面有所概括。诚如专家所言，在澄清“生物激素影响攻击行为”的基础上，有必要介绍当前研

究为何进一步聚焦到“睾酮素和皮质醇交互作用”这一视角。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从两个角度

进行剖析：其一，与影响攻击行为的其他激素相比，睾酮素和皮质醇的交互视角对未成年犯

有何特殊之处；其二，与普通青少年相比，当前的睾酮素×皮质醇交互视角研究为何选择未

成年犯作为被试。 

首先，从攻击行为的生物激素视角来看，与其他激素相比，睾酮素、皮质醇及其交互作

用是研究的主流和焦点，在此基础上，未成年犯特有的发展阶段、环境背景和行为特征使得

这两个变量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虽然内分泌激素在攻击行为的产生和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这一过程中涉及到的激素种类较为有限，主要的激素类型和生物标记物均集中在下丘脑-

垂体-性腺（HPG 轴）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 轴）的分泌物上，对男性个体来说，两

者分别以睾酮素和皮质醇为代表（Ramirez, 2003）。其中，睾酮素是与攻击行为联系最为紧

密的激素物质(Hagenbeek et al., 2016）。最近的元分析研究支持了睾酮素与人类攻击行为间的

正向关联（Geniole, Bird, McVittie, Purcell, Archer, & Carré, 2019），而这一关联也同样表现在

未成年犯群体中（Dabbs, Jurkovic, & Frady, 1991; Brooks, & Reddon, 1996）。应当说，睾酮素

在生物激素视角的攻击研究中占据核心位置。另外，HPA 轴的产物——皮质醇也是攻击行

为研究中的重要变量（Baezman et al., 2010; Crowley & Girdler, 2014）。已有研究显示，具有

破坏性行为的男孩（McBurnett, Lahey, Rathouz, & Loeber, 2000）、具有精神病态特征的青少

年（Poustka et al., 2010）以及罪犯群体（Horn et al., 2014）均表现出较低的皮质醇水平。不

仅如此，皮质醇还可以调节睾酮素与攻击行为间的关系（Mehta & Josephs, 2010），这串联起

了影响攻击行为的两个主要内分泌轴（HPA 轴和 HPG 轴），也使得皮质醇、睾酮素及其交

互作用在攻击相关研究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更为突出。 

在此基础上，未成年犯所处的发展阶段、环境背景和行为特征更加凸显了关注睾酮素×

皮质醇交互视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发展阶段而言，青少年时期是睾酮素分泌的第三个高

峰期，这一阶段，男性个体的睾酮素含量明显上升（Ramirez, 2003），与此同时，青少年时

期也是攻击暴力和犯罪行为的高发期（Moffitt, 1993）。这提示我们，青少年时期个体的睾酮

素水平可能与攻击行为联系尤为密切，而这一点可能在攻击水平普遍较高的未成年犯群体中



更为突出。就环境背景而言，未成年犯罪者所处的攻击性同伴群体、发展环境和未管所环境

均较为特殊，不同环境中，攻击行为导致的应激和压力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而皮质醇作为

HPA 轴的产物，一方面可反映个体的应激水平，另一方面与睾酮素存在交互作用，因此可

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特殊角色。从行为特征来看，未成年犯罪者通常破坏社会规范、违反法

律规定，表现出反社会和暴力行为（Gonzalez-Gadea et al., 2014; Piquero, Jennings, Diamond, & 

Reingle, 2015)，有可能在成年后发展为反社会人格障碍（Guan, Liao, Ren, Wang, Yang, & Liu, 

et al., 2015）而反社会人格障碍（Hawes, D. J., Brennan & Dadds, 2009; Horn et al., 2014）和青

少年时期的反社会行为（Yildirim & Derksen, 2012）在生物学上均与睾酮素和皮质醇水平存

在密切关联。综上，采用睾酮素和皮质醇交互的视角探究未成年犯的攻击行为既是经典研究

视角的要求，同样也契合了未成年犯特有的发展阶段、环境背景和行为特征。 

其次，针对“与普通青少年相比，当前的生物激素视角研究为何选择未成年犯作为被试”

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这既是生物激素研究视角自身的要求、也是进一步理解未成年犯攻击

暴力行为的需要。一方面，选择未成年犯这一特殊被试或可更好地体现生物激素对攻击行为

的影响。生物素质（Rosell & Siever, 2015; Reiss & Neiderhiser, 2000）、特别是激素调节

（Fernàndez‐Castillo & Cormand, 2016）是影响攻击行为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青少年时

期也是研究激素-行为间关联的重要窗口期(Ramirez, 2003)。但是，由于普通青少年表现出的

攻击水平相对较低，从这一群体中开展此类研究可能容易产生地板效应，进而得到不显著的

研究结果（Granger, 2003; Tremblay, 1998）。与普通青少年相比，生物激素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可能在未成年犯这类特殊群体中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我们选择未成年犯作为研究对象。另

一方面，从生物激素视角、特别是睾酮素与皮质醇交互视角开展研究也是帮助我们理解未成

年犯攻击行为的客观需要。有研究者指出，很多犯罪者表现出的行为特征都与特定的内分泌

激素密切相关，特别是皮质醇和睾酮素（Horn et al., 2014）。与这一观点相一致，已有研究

显示，与普通青少年相比，高攻击性青少年（Yu & Shi, 2009）、被诊断为行为障碍或对立违

抗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Oosterlaan, Geurts, Knol, & Sergeant, 2005; Van Goozen et al., 1998）

均具有更高的睾酮素水平和更低的皮质醇水平。此外，如前所述，青少年时期的反社会行为

在生物学上也与睾酮素和皮质醇水平存在密切关联（Yildirim & Derksen, 2012）。 

考虑到睾酮素×皮质醇交互视角在攻击的生物激素研究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其与未成

年犯发展阶段、行为特征的密切联系，以及对未成年犯攻击行为可能产生的重要作用，已有

研究探索了睾酮素和皮质醇在未成年犯攻击行为中的交互作用（Dabbs, Jurkovic, & Frady, 

1991; Popma et al., 2007），但尚未有研究考察这一过程在未成年犯群体中的发生机制。因此，

本研究从睾酮素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出发，探究这一过程的作用机制（指向敌意刺激的注意偏

向）和影响因素（皮质醇）。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进一步明确了选择睾酮素×皮质醇交互视角的缘由及目前该领域研

究的进展和缺口，再次修改了小引言部分的第二段的表述。限于版面原因，我们对上述观点

进行了精简。为方便专家审阅，特粘贴如下（正文修改见红色标记处）： 

修改稿： 

未成年犯罪形式多样，其中，攻击行为受到广泛关注。一方面，来自 2017 年的调查数

据显示，暴力犯罪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路琦 等，2018）；另一方面，攻击行为

也是个体由青春期犯罪人发展为终身持续型犯罪人的重要风险因素（Assink, van der Put, 

Hoeve, Vries, Stams, & Oort, 2015）。作为人类进化过程中兼具适应性、功能性和破坏性的特

殊行为类型，攻击行为的产生和发展受到遗传和环境的双重影响（Tuvblad & Baker, 2011），

涉及神经生物因素（Rosell & Siever, 2015）、心理社会因素（Fauz, Zulkefli, Afiah, Minhat, & 

Ahmad, 2019）等多个方面，具有动态性、多重决定性的特点（Ramirez, 2003）。但值得注意

的是，对严重攻击暴力和反社会行为来说，生物因素承担更加基础的角色（Rosell & Siever, 



2015），是后天环境因素产生作用的重要前提（Reiss & Neiderhiser, 2000）。在此基础上，激

素调节则是生物素质影响攻击行为的重要形式（Fernàndez‐Castillo & Cormand, 2016）。其中，

睾酮素和皮质醇作为与攻击行为联系最为紧密的激素物质，一方面在攻击的生物激素视角中

占据核心位置（Hagenbeek et al., 2016; Crowley & Girdler, 2014），另一方面与未成年犯的发

展阶段（Ramirez, 2003）、行为特征（Yildirim & Derksen, 2012）存在密切联系，因而受到研

究者的关注（Dabbs, Jurkovic, & Frady, 1991; Popma et al., 2007），但尚未有研究考察这一过

程在未成年犯群体中的发生机制。同时我们意识到，生物因素的影响要借由对环境信息的认

知加工来完成（Huesmann, 2018），选择性编码和注意偏向或可传递生物激素对攻击行为的

影响。 

 

意见 2：研究对象 作者解释了未成年犯数据的难以获得性，所以造成了样本量较少，这一

点确实是研究存在的不足。如果确实因为客观原因无法达到理想的样本量，作者是需要在讨

论部分客观交代这些不足的。 

回复：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讨论部分需客观交待样本量较少等研究不足的建议。 

诚如专家所言，虽然我们达到了研究所需的最少样本量，但因客观原因无法获取更多被

试的数据确实是本研究的重要不足。此外，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也意识到，除纳入更多样

本量以外，关注情境背景的影响，探究当前模式是否适用于普通青少年同样也是未来研究需

要关注的内容。对研究不足的思考、总结和整理是回顾当前研究、展望未来研究的重要途径。

因此，我们进一步明确本研究的局限性，修改讨论部分“4.4 本研究的局限、临床意义及展

望”的第一段表述。为方便专家审阅，特粘贴如下（正文修改见红色标记处）。 

修改稿：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改进。（1）因未成年犯的数据获取

较为困难，部分被试数据质量存在问题，筛选后本研究仅纳入了 76 名有效被试。较小的样

本量会对模型检验的统计功效产生影响，使得总效应和直接效应更有倾向于不显著（Rucker, 

Preacher,Tormala, & Petty, 2011）。未来研究有必要纳入更多被试，在大样本下进一步探究未

成年犯攻击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2）未成年犯的攻击行为是特殊个体表现出的典型

行为，兼具特殊性和复杂性。当前研究仅关注了睾酮素、皮质醇、敌意注意偏向在其中起到

的作用，但未成年犯攻击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远非如此简单。在对当前模型的理解中

我们意识到，情境背景等因素可能同样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Terburg & van Honk, 2013; 

Eisenegger, Haushofer, & Fehr, 2011）。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纳入更多观测变量，进一步细

化未成年犯攻击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以期构建更加完善、全面的模型。（3）本研究所针对

的未成年犯在攻击水平、环境背景方面代表一类独特的人群，因此无法在研究中设计相应的

对照组（Clarke‐McLean, 1996），且当前研究结果仅限于未管所环境下未成年犯的攻击行为。

未来研究者需尝试进一步探究当前模型在普通青少年群体中的适用性。 

 

意见 3：如第一个问题所述，本研究所提出的有调节中介模型是否也适用于正常健康青少

年？作者为何不选择对照组进行验证呢？这一模型究竟是仅适用于未成年犯？还是也适用

于正常对照组被试？ 

回复：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在进一步探索模型适用性方面提出的建议。 

诚如专家所言，鉴于未成年犯和普通青少年在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的相似性，当前模型

是否同样适用于普通青少年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此，我们也有很多预想和展望。

但考虑到当前未成年犯罪现状的严峻性、未成年犯的特殊性及相关研究的有限性，我们选择

将研究重点聚焦到未成年犯这一特殊群体之中，探究此类个体攻击行为相关机制与影响因

素。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从方法学角度来看，因未成年犯在攻击水平、环境背景方面代表



一类特殊人群，故无法在研究中设计相应的对照组（Clarke‐McLean, 1996）。因此，就当前

模型在普通青少年中的适用性这一问题而言，需要未来的研究者重新收集普通青少年样本，

开展相应的研究。 

虽然当下无法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探究模型在普通青少年中的适用性，但与专家一样，我

们对此也非常关注。在此，基于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我们尝试从模型框架的适用性、变量

间预测关系这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正如我们在意见一中的回复，当前模型的研究视角（生物激素视角、社会信息加

工视角）和理论基础（双激素假说、社会信息加工模型）均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由此推得的

睾酮素、皮质醇、指向敌意刺激的注意偏向与攻击行为间的关联在理论上应同样适用于普通

青少年。与这一观点相一致，已有研究显示，普通青少年的睾酮素可显著影响其攻击水平，

且皮质醇在这一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Grotzinger et al., 2018），此外，睾酮素可预测青年个

体指向威胁刺激的注意偏向（Wirth & Schultheiss, 2007; van Honk et al., 1999），而这一偏向

性注意模式又进一步与青少年的易激惹性、攻击行为均具有正向关联（Salum et al., 2017; 

Schippell, Vasey, Cravens-Brown, & Bretveld, 2003）。因此，就模型的整体框架而言，我们认

为当前模型所揭示的攻击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同样适用于普通青少年。 

其次，就变量间的预测关系而言，我们认为未成年犯和普通青少年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在对

当前模型的理解中我们意识到，生物激素、社会认知并非独立作用于攻击行为，这一过程还

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以睾酮素与攻击行为为例，作为一种促使个体获得并维持高社交地

位的激素，睾酮素与行为反应间的关系取决于其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交地位（Terburg & van 

Honk, 2013; Eisenegger, Haushofer, & Fehr, 2011），而这一点又与特定情境和群体中的受欢迎

规则密切相关（Heilbron & Prinstein, 2008; Welker, et al., 2017）。考虑到普通青少年与未成年

犯所在的环境背景具有一定差异，群体内的受欢迎规范必然也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当前模

型中变量间的预测关系可能不完全适用于普通青少年，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相应的实证研

究，以探索两类群体攻击行为发生机制与影响因素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对此，我们也在“4.4 

本研究的局限、临床意义及展望”中的第一段进行了相应论述。 

 

意见 4：研究流程 作者对上一轮第 8 个意见的回应并不能解决我的疑问，既然作者认为本

研究考察的是未成年犯较为稳定的攻击行为，而不是状态攻击？那为何不把攻击行为这一因

变量放在第二篇在测评呢？作者又是如何控制状态性攻击对实验结果的干扰？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在研究流程方面提出的问题。下面我们在上一轮意见 8 回应的基础上，

进一步详细论述研究流程涉及的相关问题。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因未成年犯被试较为特殊，所有的数据采集工作均需在遵照未管所

管理规范的前提下进行，其中，未管所对研究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则是我们在设计研究流程时

需要考虑的客观因素。根据未管所的管理规范，未成年犯每天能够用于参与研究的时间非常

有限，而课题研究所需要收集的数据则较多（包括问卷数据、生物数据和行为实验数据），

且生物数据采集（睾酮素、皮质醇）和对攻击水平的测量必须在同一天进行。考虑到未管所

对研究时间的限制、当前数据之间的依赖关系，我们最终选择分两次、分别完成对问卷数据

和生物数据的采集以及对行为实验数据的采集。 

正如在上一轮意见八中所提到的，敌意注意偏向既可以影响个体在当前情境下即时的攻

击反应（状态攻击），又可以通过影响认知图式逐步提高个体的特质攻击水平（Crago et al., 

2019），且两者通常是混杂在一起的。当前研究所聚焦的正是后者，即敌意注意偏向对个体

较为稳定的特质性攻击的影响，因此，需要尽量克服状态性攻击对实验结果的干扰。对状态

性攻击而言，负性刺激、负性情绪状态和受激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Jeong, Lee, & Woo, 

2015），而在未成年犯这样群体中更是如此。因此，需要尽量避免在收集生物激素和攻击水



平的过程中呈现此类刺激、或给被试带来负性体验。 

而当前研究中，课题需要收集的数据较多、行为实验相对来说较为枯燥、实验刺激中包

含敌意威胁信息（敌意点探测和攻击敌意 Stroop 任务），且需要占用的两次未成年犯的自由

活动时间，这些因素都可能使得未成年犯对研究本身产生不满或厌烦情绪，导致的状态性攻

击水平提高，进而对特质性攻击的测量产生干扰。为尽最大可能避免以上因素对未成年犯情

绪状态和攻击水平产生影响，我们选择在第一天先收集包括 AQCV 在内的问卷数据以及唾

液样本，保证当时所收集到的攻击水平和生物指标较为“纯净”，在第二天完成包括敌意点探

测、攻击敌意 Stroop 任务在内的六个行为实验。 

通过这样的研究设计，我们期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占用被试过多自由活动时间、

任务较为繁琐枯燥、研究持续时间过长、实验刺激中含有威胁信息等因素而对未成年犯的负

性情绪和状态性攻击产生影响，进而能够得到比较“纯净”的特质性攻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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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 

 

审稿人 1意见： 

作者在回答睾酮素与攻击行为的直接关联为何不显著的问题时，虽然引证了一些资料，

但其解释与回答为何选择睾丸素和皮质醇交互视角时的解释不能相互呼应，甚至有些矛盾。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严谨的评审意见。诚如专家所言，当前研究结果与假设并不一致，

但这种不一致性在前人研究中也有所体现。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提到的，虽然有较多研究显示

睾酮素与攻击行为关联密切，但也有针对男性青少年（Schaal, Tremblay, Soussignan, & 

Susman, 1996; Campbell, Muncer, & Odber, 1997; Victoroff et al., 2011）、男性成年人（Archer, 



Birring, & Wu, 1998; O'Connor, Archer, Hair, & Wu, 2002; Vongas & Al Hajj, 2017; Panagiotidis 

et al., 2017）的研究显示，睾酮素与攻击行为关联不显著。随机对照实验研究也报告，外源

性睾酮素对 84%的被试的攻击行为无显著影响（Pope, Kouri, & Hudson, 2000）。针对女性的

研究则显示，睾酮素负向预测个体的攻击水平（Buades-Rotger, Engelke, Beyer, Keevil, Brabant, 

& Krämer, 2016）。 

考虑到未成年犯的攻击水平较高，我们最初假设睾酮素与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但

睾酮素与攻击行为的正向关联要以 “攻击行为有助于社交地位提高 ”为前提和基础

（Eisenegger, Haushofer, & Fehr, 2011; Terburg & van Honk, 2013），而这一点则受到情境背景

的影响（Carré & Archer, 2018）。在特殊未管所环境背景中，攻击行为可能不再是获得较高

社交地位的有效途径。我们的研究可能正是受到特殊未管所环境背景的影响，进而呈现出“睾

酮素与攻击行为间关联不显著”这一结果，但这与我们最初的研究视角并无矛盾。这也提示

我们，环境背景可能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影响睾酮素与攻击行为间的关联，未来研究有必要注

环境因素，进一步细化未成年犯攻击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以期构建更加完善、全面的模型。

对此，我们在“4.4 本研究的局限、临床意义和展望”部分也进行了相应论述。 

 

 

审稿人 2意见： 

有几处细节问题建议作者进一步完善：(1) 注意图表的清晰度和美观，如图 2 中的字体

不清晰、图 3 的作图大小不一且不美观，图 3 后的冒号可删掉；(2) 数据分析呈现结果时，

作者把显著的结果和不显著的结果均混在一起报告，层次不够清晰，建议重点或优先报告显

著的结果，不显著的结果可视情况不报告或简要报告；部分统计符号未斜体；(3) 研究结论

部分还可以进一步提炼，低皮质醇水平下中介效应不显著，可以直接围绕“仅在高皮质醇水

平下中介效应显著”这一结果来提出结论。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在图表、数据分析结果和结论呈现方面提出的严谨细致的建议。因

想要呈现更加完整、全面的结果，原稿中结果和结论部分显得有些冗长。根据专家的建议，

我们对“3 结果”部分的图进行了大小和清晰度方面的调整；对数据分析结果呈现的层次进

行了梳理，重新检查统计符号的格式；同时对结论部分的表述进行了进一步提炼。因修改内

容较多且相对分散，故不在此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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